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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
身份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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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
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

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
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
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
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
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
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
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
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
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

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
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
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
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
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

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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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身份政治”是当代世界政治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① 它在广义上是指

把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政治化的行动或做法。② 然而，目前学界尚未围

绕身份政治的概念及内涵达成充分的共识。本文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身份政

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

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的总和。例如，

族群寻求民族自治 （或独立）、教派追求获得承认和权利，乃至女权主义张

扬性别权利，都可归入身份政治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承认、权利

和利益构成了身份政治的主要目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身份政治作为政治话

语正式出现，③ 并在西方社会民权运动中多有突出表现，如边缘少数群体通

过 “身份政治”维护自身认同、权益并以此反抗社会不公正。④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以获取 “承认”为核心的身份问题日益政治化，成为边缘群体以及

各种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进行社会动员和政治竞争的重要手段。此后，围绕

种族、民族、宗教、教派、语言、种姓、性别及其他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成

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焦点，并在各国内政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东地区国家普遍存在交互叠加的多重身份群体，且民族、宗教、教派

等身份认同具有跨国性，因而各种身份政治困境既影响民族国家构建，又不

断外溢并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甚至酿成国际冲突。⑤ 在中东国家中，土耳

其面临的身份政治问题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现代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

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下建立了世俗的共和国体制，抛弃了泛奥斯曼主义、泛

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传统身份认同，建构起以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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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认同，走上 “脱亚入欧”的西方化、现代化发

展道路。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土耳其国家身份

中蛰伏的帝国、宗教、种族、族裔等多重认同逐渐复苏、兴起并走向勃兴，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图尔古特·厄扎尔执政时期趋于活跃，并在２１世纪雷杰

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治下展现出强大张力。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选择都凸显出其身

份政治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 （简称正发

党）对内推行伊斯兰化政策来修正立国之本的世俗主义，如对内增加宗教教

育内容、全面废除禁止戴头巾的法令、把圣索菲亚博物馆改作清真寺等。正

发党还以国家民族主义和反恐话语向库尔德人等少数族裔施压，加剧了族裔

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对立。另一方面，正发党正逐步调整近代以来土耳其

西方化的定位，日趋奉行一种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

互杂糅的激进外交政策，以 “向东看”政策积极介入中东、高加索、中亚地

区事务，导致土耳其与西方矛盾分歧不断。２０２１年，埃尔多安政府又宣布将

土耳其的国际公认名称 “Ｔｕｒｋｅｙ”改为 “Ｔüｒｋｉｙｅ”，并于２０２２年６月得到联

合国的同意和确认。更改国家的国际名称表面上反映了土耳其强化民族国家

认同的现实诉求，背后则体现出土耳其国家身份的重塑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

再定位。恰如布热津斯基所言： “作为后帝国国家，土耳其仍处于重新界定

其身份的过程之中。”① 总之，土耳其在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百

年进程中，始终难以挣脱多层次的身份政治困境。

当前，学界对于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已有较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

面。第一，关于土耳其身份政治的综合研究，包括其身份认同的历史溯源、

构成要素、历史演进和影响等方面。② 第二，关于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

主义、泛突厥主义与身份政治的研究，围绕三大思潮及其与土耳其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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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展开。① 第三，关于伊斯兰主义与身份政治的研究，其重点是分

析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② 第四，关于族群问

题与身份政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身份认

同的形成与演化路径，以及族裔身份认同与土耳其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冲

突。③ 上述研究各有侧重，但是大都集中于探讨土耳其在某一层面所面临的

身份困境，难以充分、全面地解释土耳其当前所处的身份政治困境及其

根源。

本文认为，土耳其的身份政治困境表现为超国家层次、国家层次和次国

家层次的数对矛盾。其一，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奥斯曼主义与土

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即泛宗教、泛民族认同以及帝国认同与民族认同、国

家认同的矛盾。它突出表现为土耳其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内外政策选择的过程

中，始终受到泛民族、泛宗教、泛种族思潮的影响，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

符的政治目标，甚至陷入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象，如追求伊斯兰世界的领导

权、建立突厥语国家组织并谋求其领导权等。

其二，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东方与西方的矛盾，即世俗化、西方化

与伊斯兰化、东方化的矛盾。在土耳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长期以世俗民

族主义压制伊斯兰主义、以世俗化否定和超越伊斯兰化，并通过脱亚入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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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９．

张瑞华： 《土耳其库尔德人的 “民族认同”路径探析》， 《世界民族》，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
１３—２８页；严天钦：《“土耳其化政策”与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危机》，《世界民族》，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
３９—４７页。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Ｓａａｔｃｉ，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ｉｓｈ—Ｋｕｒｄｉｓｈ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Ｖｏｌ．８，Ｉｓｓｕｅ　４，２００２，ｐｐ．５４９－５６４；Ｍｅｓｕｔ　Ｙｅｇｅ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０，Ｉｓｓｕｅ　１，２００７，

ｐｐ．１１９－１５１；Ｅｌｉｓｅ　Ｍａｓｓｉｃａｒｄ，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２；Ｚｅｋｉ　Ｓａｒｉｇｉｌ　ａｎｄ　Ｏｍｅｒ　Ｆａｚｌｉｏｇｌｕ，“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ｕｒｋｅｙ’ｓ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Ｉｓｓ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Ｖｏｌ．１９，Ｉｓｓｕｅ　３，２０１３，ｐｐ．５５１－５７１．



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加入欧盟追求西方化，但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始终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

的掣肘，并在政党政治中成为政治动员的手段，诉诸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

如正发党政府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导致其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等

中东反穆兄会力量之间的矛盾。① 而土耳其的西方化也在入盟屡屡受挫后陷

入两难境地，并因民主、人权等问题与欧美龃龉不断，导致其回归东方 （中

东、伊斯兰、中亚）倾向不断强化，进而使其摇摆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甚至

在特定情况下表现出严重的身份迷失与困顿。

其三，国家民族主义②与族裔民族主义③的矛盾，其核心是土耳其国家认

同与库尔德等少数群体族裔认同的矛盾，以及国家统一与库尔德民族分离主

义之间的矛盾。从凯末尔时代开始，土耳其不断以国家民族主义打造国家认

同和国家统一，但在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方面，始终存在否定和漠视少数族

群特别是库尔德民族身份和权利的做法，引起库尔德民族的强烈不满和政治

抗争，并诱发暴力恐怖主义等扭曲的民族主义形态。土耳其也曾努力寻求民

族和解，但由于库尔德问题跨越多国、异常复杂，以至迄今未能实现和解，

并与人权、入盟、反恐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

一、超国家层面：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帝国作为人类历史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特殊的国际权力结构，是由若

干国家或地区组成的等级权力体系，其中的一个国家为宗主国或母国，其他

国家或地区则为附属国或殖民地。④ 帝国在空间上呈现出边界开放性和流动

性的空间秩序特征，其权力体系具备容纳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松散结构特征。

２０世纪帝国的终结和殖民统治的崩溃，即通常所说的非殖民化进程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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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详见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外交评论》，２０１８年
第５期，第７１—９７页。

国家民族主义 “是某个民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带有倾向性
的思想、情绪、态度，或推行的运动和行为。国家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为基本单
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是全体国民共有
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倾向。”参见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第
７５页。

“族裔民族主义”就是一国内部的族类群体所奉行的民族主义，它构成了与现存国家组织存
在矛盾张力乃至离心力的一种力量，其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上谋求自身的文化认同，突出表现为从地
域、语言、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寻求和确认自身的特性。参见时殷弘：《论族裔民族主义在
当今世界的涌动和局部泛滥》，《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１７页。

俞可平：《帝国新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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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界的政治地理格局。① 发展中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基本上是两种力

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的领土分割奠定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

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运动的结果。具体到

中东地区，西方人为 “制造国家”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瓦解了在伊斯兰

世界维系数世纪、多民族共存的奥斯曼帝国体系。②

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曾雄踞欧亚非三大洲，地域辽阔、东西交汇，多元

文化共存。然而自１７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便逐渐衰落，进入１９世纪后更

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生存危机。为了应对西方挑战和内部分裂，奥斯曼帝国

精英从三种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案：基于共同臣民身份的泛奥斯曼主义、

基于穆斯林团结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基于种族 （民族）认同的土耳其主义 （事

实上是泛突厥主义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混合体）。③ 这三类主

张在帝国向民族国家转换的进程之中相互交织，并最终促成土耳其民族主义

的萌生。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脱胎于奥斯曼帝国。１９２３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

末尔主义即共和主义、国家主义、民众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

义成为土耳其的政治思想指南和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认为，这些原则是确

保多宗教、多民族、落后的奥斯曼帝国转型成为世俗、现代、统一的土耳其

共和国的重要途径。④ 凯末尔主义者力图以土耳其民族主义认同为核心实现

国家建构，但却无法彻底割裂和排斥奥斯曼帝国时期多元、复杂身份认同的

影响。短期来看，在凯末尔主义指导下，土耳其激进的国家认同塑造取得了

巨大成就，但从长期来看，只要其国内外形势发生异动，国家身份认同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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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ｔ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１．

田文林：《西方国际秩序对伊斯兰世界体系的瓦解与重塑》，《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２０１８年
第３期，第８９页。

关于 “土耳其主义”，土耳其近代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做过详尽辨析，将其分为种族主义、
族群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三种类型，尤其强调文化对于土耳其民族的重要性，旨在为帝国境内讲土耳
其语的穆斯林建构一个超越帝国、宗教的新身份认同，以摆脱外国侵略、获取民族独立。但值得注意
的是，格卡尔普等人的土耳其主义也具有泛民族主义的一面，即企图谋求以虚构的种族统一为目标的
“泛突厥主义”，并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跃升为奥斯曼帝国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详见刘中民：
《从普世主义与帝国传统走向民族主义———齐亚·格卡尔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研究 （下）》，《西
亚非洲》，２００８年第９期，第３８—４３页；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构建：２０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
研究》，第１３７—１６５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ｅｔ　ａｌ．，Ｔｕｒｋｅｙ’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ｒｓ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Ａｒｍｙ，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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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与泛共同体认同①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

（一）泛奥斯曼主义帝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泛奥斯曼主义是将帝国认同置于宗教、种族和部落认同之上，以共同臣

民身份为政治认同基础，通过建构所谓 “奥斯曼民族”来维护帝国统一的泛

民族主义思想。简言之，就是只承认统一的大奥斯曼民族，奥斯曼帝国其余

各民族都必须奥斯曼土耳其化。② 由于具有极强的民族沙文主义色彩，泛奥

斯曼主义自问世以来即遭到帝国内信仰基督教各民族的抵制，而且也面临信

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的反抗，因而难以挽救帝国的衰亡。

土耳其共和国新政权放弃历史悠久的旧都伊斯坦布尔，选择地处安纳托

利亚的内陆城市安卡拉作为新首都，代表着它与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决裂。③

总之，基于现实主义考量，凯末尔将土耳其的政治活动空间严格限定在现有

民族国家疆界之内 （东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其目的在于切断自身与奥斯

曼帝国相关的一切政治、文化、制度和历史联系，抛弃泛奥斯曼主义帝国认

同的幻想，进而通过发展土耳其民族主义来确立政权合法性。实质上，凯末

尔主义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否定只是权宜之计，当政权得以巩固后便又对其做

出新的阐释。例如，１９５３年，土耳其举行全国性的 “征服君士坦丁堡 （伊斯

坦布尔）５００周年”纪念活动，这无疑是泛奥斯曼主义复苏的表现。

在厄扎尔主政时期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年任总理、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任总统），内

外因素共同推动了所谓 “新奥斯曼主义”的产生。④ “新奥斯曼主义”由戴

维·巴查德在１９８５年提出，最初主要指厄扎尔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外交理

念，⑤ 后来也指重新恢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区域的关注以及在该区域内重建

同质身份认同的理念和政策，是泛奥斯曼主义的延续和新表现。在国内政治

层面，厄扎尔试图用 “新奥斯曼主义”解决社会不同群体多元认同的紧张关

系。在对外关系方面，则以 “新奥斯曼主义”为工具，在巩固与西方关系的

同时，增强土耳其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亚突厥语族国家中独特的影响力，

５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这里的泛共同体认同包括泛伊斯兰认同、泛突厥认同、泛奥斯曼认同三个方面。
吴云贵、周燮藩：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２８

页。
Ａｌｅｖ　Ｃｉｎ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Ｓｉｔｅ：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２，２００１，ｐｐ．２９６－
２９７．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概念主要是学界对于土耳其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总结性论述。不管是在厄
扎尔时期还是在埃尔多安时期，土耳其官方都从未承认 “新奥斯曼主义”。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ｒｃｈａｒｄ，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１９８５，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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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土耳其的大国地位。① 新奥斯曼主义对土耳其的民族国家身份构成挑战，

改变了土耳其不介入周边事务的传统，但随着１９９３年厄扎尔去世便陷入

沉寂。

正发党政府总体上延续了厄扎尔时期的 “新奥斯曼主义”策略。其一，

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规划项目中再现奥斯曼帝国的文化符号，这主要集中在

清真寺、宫殿和公共建筑 （政府机关、市政基础设施、学校）等方面。其

二，政府支持和资助制作以奥斯曼帝国辉煌历史为核心主题的电影和电视节

目，唤起民众对奥斯曼帝国昔日辉煌的自豪感，其中纪念奥斯曼帝国攻占拜

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电影 《征服１４５３》曾刷新土耳其电影最高票房纪

录。其三，教育部门颁布法令，规定将奥斯曼土耳其语课程纳入全国高中课

程，试图以奥斯曼语言带动奥斯曼文化的复兴。此外，在印刷出版、美术、

音乐、餐饮等社会文化活动中融入奥斯曼历史和文化元素，甚至埃尔多安和

政府官员经常将自己描述为 “奥斯曼帝国的子孙”。② 这些举措共同促进了奥

斯曼元素在土耳其人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流行，也可窥见土耳其通过操控历史

记忆逐步修正凯末尔世俗主义版本的土耳其国家身份认同的倾向。因此，帝

国怀旧是正发党塑造政治话语、维持保守主义国家身份叙事的一种手段，其

目的在于引导民众对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历史的崇拜和肯定，借此重塑土耳

其国内保守主义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并为内政外交提供合法性依据。③

正发党的 “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以达武特奥卢的 “战略纵深”理论

为基础，强调继承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地理遗产，同时吸纳了 “泛伊斯

兰主义”和 “泛突厥主义”成分。根据这一理论，土耳其的一系列外交行为

可谓别开生面。具体而言，在中东地区，土耳其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利比

亚危机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

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同时通过 “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组合以及与 “土

耳其—卡塔尔”组合互动，撬动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④ 在高加索和中亚地

区，土耳其以推动突厥语国家联盟为抓手，斡旋调解地区冲突，提升在该地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张向荣：《“新奥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１１—
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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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外交评论》，２０２２年
第２期，第８６页。

参见董漫远：《土耳其进取性地缘政治外交析论》， 《西亚非洲》，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１４２—
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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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影响力。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不断增强与巴尔干国家特别是穆斯林群

体的联系，改善与希腊和塞尔维亚的关系，通过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途径

施加政治影响。有分析指出，正发党 “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主要涵盖三

个目标：在原有的奥斯曼帝国领地范围内输出土耳其软实力；重申土耳其作

为地区大国的自信；维持与西方的合作，但不赋予后者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土

耳其利益的 “东方主义”权力。① 换言之，“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旨在提升民

族自信心，增强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性，追求关键的地区和全球大国地位，也

是正发党外交服务于内政思路的一贯体现。

总的来说，泛奥斯曼主义认同经历了从被放逐到复归的过程。凯末尔主

义者试图割裂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联系，却始终难以真正摆脱

帝国历史的困扰，在身份认同塑造方面不可避免受到奥斯曼遗产的持久影

响。然而，在土耳其身份政治实践中，泛奥斯曼主义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

在矛盾：第一，超国家层次的帝国认同与土耳其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时空错

位，二者在效忠对象、联结纽带、地域范围等多方面具有本质差异。当前，

泛奥斯曼主义所指涉的空间远远超出土耳其的领土范围，在民族国家框架内

过度渲染超国家的泛种族认同不啻空中楼阁，甚至会导致土耳其内外政策激

进化并遭遇挫折，这也是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对外政策屡屡陷入困境

的意识形态根源之一。第二，即使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无法割断的历史记

忆，但是在泛奥斯曼主义失去政治合法性的现实状况下，过度强调奥斯曼元

素无疑会侵蚀和威胁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叙事。奥斯曼帝国认同的多样性特征

（奥斯曼、伊斯兰、突厥）与国家认同的单一性 （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势

必存在冲突。土耳其２０１３年５月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即 “塔克西姆盖

齐公园事件”，② 令埃尔多安政府面临来自反对派的巨大压力，即是这种冲突

的表现。第三，土耳其积极介入传统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中东、巴尔干、高

加索等地区事务，不仅超出其国力负荷，而且导致地区国家不满，唤起地区

内各民族有关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负面集体记忆，产生对土耳其的负面认知、

抵触情绪乃至防范和排斥心理。此外，泛奥斯曼主义帝国认同将进一步引发

西方国家关于文明冲突的担忧，疏远、恶化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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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又称 “土耳其之春”或 “占领盖齐运动”。土耳其政府试图将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
“盖齐公园”改造为购物中心，并重建前奥斯曼军营遗迹，由此引发全国性抗议。抗议最初以环保为
口号，逐渐演变为民主与威权、世俗与宗教的较量，折射出泛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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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盟之路更加困难。

（二）泛伊斯兰主义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泛伊斯兰主义兴起于１９世纪中叶，为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家哲马鲁

丁·阿富汗尼所首倡，其本质上是伊斯兰世界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所做

出的一种反应。① 泛伊斯兰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在 《古兰经》

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以抵御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入侵。②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泛伊斯兰主义被苏丹阿卜杜

勒·哈米德二世所利用，极力宣传超民族、超种族、超地域的穆斯林共同体

思想，试图以宗教认同为工具强化专制集权、维系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统

治，但却以失败告终。进入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凯末尔彻底否定和批判泛伊

斯兰主义，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并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对土耳其融

入国际体系构成了威胁。③

冷战时期，泛伊斯兰主义迎来了复苏机会。在东西方对抗的格局下，内

吉梅丁·埃尔巴坎和塞扎伊·卡拉科奇等人主张建立一个基于历史、地理和

文化的跨国伊斯兰联盟，使其成为国际舞台上理想的第三集团。④ 随着土耳

其加入北约以及美苏冷战的白热化，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反苏、反共工具在土

耳其国内日趋抬头。受国内和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土耳其在１９７６年

宣布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 （２０１１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以体现其在伊

斯兰历史上的 “领导地位”。⑤ 在厄扎尔时代，泛伊斯兰主义获得快速发展，

并与 “新奥斯曼主义”形成互补关系，通过将伊斯兰重建为 “奥斯曼伊斯

兰”，借以唤醒土耳其与穆斯林群体共同的奥斯曼记忆。⑥ 厄扎尔在国内试图

通过泛伊斯兰话语弥合族裔分离主义的张力，在国际上再度重视与中东伊斯

兰国家的关系，积极参加泛伊斯兰组织活动，尤其是在 “波黑危机”时宣称

土耳其对巴尔干穆斯林负有保护责任并有意进行干预。厄扎尔还支持土耳其

国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境外加强宗教活动，宣传土耳其模式和泛伊斯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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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第２８
页。

金宜久：《当代伊斯兰教》，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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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

自正发党执政以来，埃尔多安以泛伊斯兰主义作为文化和价值观根基，

期望依托奥斯曼帝国某些 “成功的历史实践”，实现当代土耳其的国内和世

界构想。① 其一，正发党将宗教事务委员会工具化，以 “温和伊斯兰”为名

推行社会领域的伊斯兰化。其二，构建以宗教事务委员会为主导的伊斯兰外

交，支持从拉丁美洲到欧洲、非洲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支持全球范

围内的清真寺建设，帮助完善宗教教育体系，还向伊斯兰世界的非政府组织

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救济，宣传土耳其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品牌。② 其三，增强

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往来。数据显示，土耳其与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的贸

易额从２００２年的８４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６９０亿美元。③ 其四，正发党强

化土耳其与伊斯兰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合作，振兴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伊

斯坦布尔多次举办有关伊斯兰国家合作的重要国际论坛。其五，自 “阿拉伯

之春”以来，土耳其大力支持穆兄会，组建 “亲穆兄会联盟”，推广输出土

耳其模式，争夺地区主导权。其六，在国际上为巴勒斯坦问题、缅甸罗兴亚

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等涉及穆斯林利益的热点问题积极发声，谋求土耳其在

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总之，当前土耳其已经将泛伊斯兰主义视为谋求地区领导权所倚重的重

要 “软实力”。然而，泛伊斯兰认同与土耳其民族认同之间始终存在张力，

使其不断遭遇挫折并深陷身份政治困境。首先，泛伊斯兰主义主张重建超越

种族、民族、地理疆域的普世性信仰共同体———乌玛 （Ｕｍｍａ，穆斯林共同

体），而土耳其民族主义核心是建设现代世俗民族国家，二者存在宗教认同

与民族认同的矛盾。土耳其追求和强化泛伊斯兰主义认同，必然侵蚀民族国

家认同，削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进而引发国内世俗主义力量的反

对、激化教俗矛盾。为此，土耳其国内多次出现抗议活动，甚至在２０１６年

发生了企图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其次，通过泛伊斯兰主义谋

求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势必加剧土耳其与沙特、伊朗等中东地

区大国之间的矛盾。自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与沙特双方围绕地区热

点问题话语权、地区领导权和发展模式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并与双方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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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逊尼派世界和整个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双方关系严

重恶化以致陷入高度紧张状态，直到２０２１年在双方调整政策后才趋于缓

和。① 最后，土耳其的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将加剧西方的 “伊斯兰恐惧

症”，扩大土耳其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分歧。近年来，土耳其与西方围绕宗

教和民主、自由的关系等问题纷争不断，尤其是２０２０年巴黎发生 “教师斩

首案”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严厉打击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伊斯兰极端

势力，此举引发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埃尔多安谴责法德等国针对穆斯林

群体的言论和非公正举措，不仅讽刺马克龙 “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还呼吁

抵制法国货。这一事件导致土法外交陷入低谷，还加剧了欧盟与土耳其的紧

张关系。
（三）泛突厥主义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泛突厥主义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突厥语系民族和
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② 作为对俄国泛斯拉夫主

义文化同化的一种反抗，泛突厥主义原本是以 “统一语言、行为和思想”为

目标的文化运动。自传入奥斯曼帝国以后，便从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运动，演

化为以突厥种族认同为核心纽带、谋求欧亚大陆突厥语民族全面一体化、甚

至建立大突厥 （突兰③）国家的乌托邦思想，具有极强的扩张倾向，一度成

为奥斯曼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凯末尔改革确立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方向，主张放弃泛突厥主义幻

想，将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严格限定在共和国现有疆界之内，否认

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和国家观。④ 受此影响，泛突厥主义思潮总体上在土耳

其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遭到否定和排斥。不过由于凯末尔主义本身带有一定

的种族主义色彩，鼓吹种族优越论，⑤ 它并没有斩断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和种

族之根，为泛突厥主义的重生埋下了伏笔。二战期间，受德国纳粹主义影

０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详见刘中民、赵跃晨： 《从相对疏离到权力竞逐———土耳其与沙特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逻辑》，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８期，第３９—６１页。

朱克柔：《对泛突厥主义的几点认识》，《西亚非洲》，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第５９页。
突兰系 “Ｔｕｒａｎ”音译，指 “突厥人的家园”。奥斯曼帝国晚期思想家格卡尔普曾提出分三步

最终建立大土耳其国家的目标：第一步实现土耳其的统一；第二步实现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刺子
模在内的乌古斯坦的统一；第三步则是实现包括中亚和鞑靼人在内的整个突兰地区的统一。由此可
见，“突兰”并没有明确的地理范围，大致是指从中亚到小亚细亚、高加索和东欧突厥人生活过的地
区，是一个极具想象色彩的概念。参见杨增耀： 《论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的发展轨迹和社会基础》，
《西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１４—１５页。

敏敬：《“凯末尔主义”与 “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第１２页。
Ｉｌｉａ　Ｘｙｐｏｌｉａ，“Ｒａｃｉｓ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１１１－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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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文化领域表现十分活跃。进入冷战时期，泛突厥主

义更是作为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在土耳其政府默许下得到进一步

发展。

自冷战结束后，原苏联欧亚地区出现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真空，为土耳

其通过推行泛突厥主义扩大地缘政治影响提供了机遇。 “从亚得里亚海到中

国长城的突厥语世界”成为当时土耳其政界和媒体的流行话语，泛突厥主义

思潮再度升温。① 厄扎尔强调加强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系国家的联系，并主

张建立突厥语国家共同体。１９９２年，首届突厥语国家元首会议在安卡拉召

开，提出加强突厥语世界的合作和融合。此后，土耳其陆续成立突厥语国家

合作与协调局、国际突厥文化组织等机构，设立 “土耳其奖学金”等学生交

流项目，通过文化、教育、宗教和价值观等手段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施加

影响。

正发党执政以来，“新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成为土耳其对外战略

的思想指南和政治动员手段。在加入欧盟不断受挫的背景下，土耳其开始重

提 “突厥联合”以提升自身地位。２００９年，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旨在深化成员之间的全面

合作。２０１０年，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喊出了突厥语民族 “一族六

国”② 的口号，试图以六个突厥语国家为基础，对匈牙利、乌克兰、俄罗斯

和阿富汗的突厥语人群形成辐射，打造 “突厥语世界”。③２０２１年，突厥语国

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标志着突厥语国家多边合作领域的拓

展以及合作机制的完善。在泛突厥主义的大旗下，土耳其积极介入与突厥语

国家、民族相关的热点问题。例如，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 “纳卡冲突”

中力挺阿塞拜疆，通过参与阿富汗问题向中亚渗透，在克里米亚危机和俄乌

冲突中表达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捍卫自身权利的支持，都是其泛突厥主义政策

的具体表现。同时，土耳其还继续加强与突厥语国家在能源、资源等领域的

经济合作，扩大对突厥语国家的文化影响。

如上所述，一个多世纪以来，基于历史记忆和想象的泛突厥主义几度浮

沉，构成了土耳其难以割舍的泛民族主义情结，塑造着土耳其的国家身份。

１２１

①

②

③

Ｅｍｒｅ　Ｅｒşｅｎ，“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Ｅｕｒａｓｉａ’ａｓ　ａ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１，２０１２，ｐ．２７．

“六国”指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六
个突厥语国家。

孙德刚、章捷莹：《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国际安全
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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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突厥主义尽管在服务土耳其内外政策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其消极影响同样

不容忽视。第一，从本体论来看，泛突厥主义作为强调种族认同的泛民族主

义，其构建的政治空间超出了土耳其现有民族国家主权范围，过度强调基于

种族想象和虚构的统一性，忽略了突厥种族中各离散族群发展过程和阶段的

差异性，具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色彩。第二，从内政方面看，依赖泛突厥主

义进行政治动员会导致认同混乱，特别是诱发主体民族和少数族群的矛盾。

目前正发党与右翼政党民族行动党结盟，其选民基础主要是国内保守派，泛

突厥主义是其进行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此举固然可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

巩固正发党的政治基础，但超出和偏离土耳其国家认同范畴容易引起少数族

群的反感和排斥，尤其是激起亚美尼亚裔群体对历史苦难的回忆，激化国内

族群矛盾。第三，从外交层面来说，泛突厥主义无法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影响

力的政治实体。首先，突厥语国家的政治整合难度大。土耳其与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具有潜在的领导权之争，各国政治精英也不愿接受他

国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其次，突厥语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低，难以形成大

规模的经贸合作。再次，突厥语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资源争端，以及极端

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因素也影响着相互合作。最后，泛突厥主义在

本质上是泛民族主义运动，土耳其如过度依赖泛突厥主义以介入高加索和中

亚地区事务，不仅会引发突厥语国家的担忧与反感，更会加深土耳其与俄罗

斯、伊朗等国家的矛盾。①

二、国家层面：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的矛盾

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主体建构特征，原因在于它并非通过血缘或地缘的

自然关系纽带而组成，而是基于特定的制度性安排，将一定区域内的人民整

合为共享制度安排的统一共同体。国家认同既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与前

提，也是现代国家维系和繁荣的保障。② 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现代民

族国家的整合过程既是国家确立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即领土的过程，也是在

国家这一新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新的联系方式的过程，是共同体成员之间

确定一种明显可见的身份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政治认同以区别于其

２２１

①

②

参见刘中民、曾卓：《一厢情愿的雄心：土耳其借突厥语国家组织自抬身份》，澎湃新闻网，
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８１４７３２７。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８期，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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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共同体的过程。①

具体到土耳其而言，虽然凯末尔及其继任者极力建构以世俗主义、民族

主义以及西方化为核心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话语体系，但在国家层面却陷入宗

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组身份认同长期碰撞与争夺的身份政治困境，也即

梁启超所言 “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其原因在于土耳其民族国家

的建立存在历史与现实的脱节，因而时常面临路径依赖的合法性危机。②

（一）宗教与世俗的矛盾

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帝国管理机构分为教俗两大系

统，苏丹—哈里发集世俗和宗教权力于一身。在伊斯兰教拥有国教地位的同

时，帝国实行 “因俗而治”的 “米勒特”制度，③ 允许多元宗教和世俗群体

并存。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系列改革打破了这一局面，扩大了穆斯林与非穆斯

林之间的认同裂痕，也产生了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争端。伴随奥斯曼帝国解

体，帝国残存领土范围内的穆斯林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在土耳其与希腊完成

人口交换后，土耳其境内９８％的人口为穆斯林，④ 形成了穆斯林人口占绝对

主导地位的现实国情。

从帝国 “瓦解”到共和国 “新生”，如何处理宗教信仰与世俗文化的关

系成为土耳其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性命题。凯末尔及其领导的精英阶层将现代

性与西方化 （欧洲化）完全等同，认为宗教是影响进步、理性和现代文明的

主要障碍，⑤ 主张切断与奥斯曼帝国以及传统宗教的联系。⑥ 在此背景下，凯

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实施经济、法律、教育、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等一系列

世俗化改革，删除 “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宪法条文，确立政教分离的

政治体制。然而，激进世俗化改革忽略了民众的历史与宗教情感，瓦解了伊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民兴：《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析当代中东国家的社会整合》， 《西亚非洲》，２０１３年第４
期，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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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特”（ｍｉｌｌｅｔ）制度是奥斯曼帝国内非穆斯林的宗教和族群自治制度，也即非穆斯林宗教
团体或氏族 （“米勒特”）在不损害帝国利益并承担捐税的基础上，拥有专门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机构，
可以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充分享受内部自治权。米勒特制度有助于奥斯曼帝国内多民族、多宗教的
稳定，也有利于缓和宗教和民族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卡罗琳·芬克尔：《奥斯曼帝国１２９９—１９２３》，邓伯宸等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第５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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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的传统权威和社会纽带作用，造成社会中心 （世俗主义者）与边缘
（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鸿沟，自此教俗力量之间的斗争与调和贯穿于土耳

其共和国的发展进程。

实质上，凯末尔延续了奥斯曼帝国晚期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待伊斯兰教的

工具主义和改革主义方法，旨在实现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而不是将二者完全

分离。① 伴随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启，伊斯兰认同在土耳其社会逐渐复归。在

纳杰梅丁·埃尔巴坎的领导下， “民族秩序运动”将伊斯兰视为土耳其的民

族观念或身份特征，试图恢复其在土耳其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成为凝聚土

耳其人的精神纽带。② 民众伊斯兰情感的持续上升推动了伊斯兰教政治化，

民族秩序党的诞生即标志着伊斯兰主义力量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与此同

时，土耳其社会内部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导致社会动荡和

冲突不断，并先后发生三次军事政变 （１９９７年又发生了所谓 “软政变”），

经历了军人集团干政又还政的特殊发展时期。③

在正发党治下，土耳其的世俗主义逐渐发生范式转变。作为以保守民主

为自我认同的政党，正发党依靠 “加入欧盟、促进民主”的话语叙事，通过

一系列修宪实践来削弱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坚实拥趸———土耳其军队的权力，

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对此埃尔多安宣称， “正发党正在试图用一种健康的

方式来塑造宗教与民主、传统与现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④ 较之凯末

尔党人以政治管控宗教、积极的世俗主义，正发党强调的宗教信仰自由则是

一种消极的世俗主义，为宗教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⑤ 在此影响下，

土耳其社会中的伊斯兰复兴色彩渐浓。

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身份认同之争主要围绕生活方式进行，关于
“头巾禁令”的论争是其中最为激烈的难题之一。正发党执政伊始便试图取

消头巾禁令，但被宪法法院以违反世俗主义原则为由驳回，之后正发党政府

通过不断努力先后废除教育系统、国家公务员系统、军队系统等所有国家系

统中的头巾禁令，强化了伊斯兰主义的传统家庭和性别价值观。教育系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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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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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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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延续与变迁：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西亚非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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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俗博弈的又一重要领域，为此埃尔多安提出要 “培养虔诚的一代”，颁布

教育改革法案，扩张宗教学校规模、增添宗教课程内容。此外，正发党政府

还采取了大规模兴建清真寺、加强伊斯兰意识形态宣传、实行严格的禁酒

令、将宗教事务委员会政治工具化等举措。这些变革客观上有利于土耳其的
“伊斯兰化”，挑战了世俗主义建制，同时也加剧了社会撕裂与紧张局势。在

对外政策方面，正发党政府也逐渐偏离传统的世俗主义立场，而转向介入中

东地区事务、支持伊斯兰主义力量。为此，土耳其积极介入埃及革命、巴以

问题、叙利亚内战和卡塔尔断交危机等地区事务，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

斯，允许其在境内召开会议、创建活动中心和国际联络站等。① 世俗主义者

认为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正在背离宪法中的世俗主义原则，并为此展开强烈

抗争。

世俗主义原则始终是土耳其共和国立国之本。当前正发党推动的伊斯兰

复兴运动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土耳其的政教关系，但其对国家权力和公共领域

的侵蚀不断增强，甚至影响国家发展愿景与战略方向。换言之，正发党的伊

斯兰主义运动并非完全否认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而是寻求重新定义土耳

其版本的世俗主义，也深刻体现了土耳其难以摆脱教俗斗争的身份政治困

境。在２０１９年地方选举中，高举世俗主义旗帜的共和人民党赢得了包括伊

斯坦布尔、安卡拉在内五大城市的选票，教俗力量的此消彼长加剧了土耳其

政治版图的 “碎片化”。宗教与世俗之间的身份政治博弈同时还具有明显的

溢出效应，时常上升至人权、价值观乃至文明层面的分歧，加剧土耳其与欧

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也影响其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的稳定性。
（二）东方与西方的矛盾

土耳其古代历史显然更具东方特征，奥斯曼帝国解体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也被称作 “东方问题”。然而，由于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文

明和秩序根基不断因遭受西方侵略而陷入危机，无论是帝国晚期的近代化改

革还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现代化改革，都把西化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理想

的唯一路径。从奥斯曼帝国晚期改革迄今，在２００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土耳

其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借鉴西方现代军事与科学技术，到制度层面模仿西方政

治制度模式和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世俗化趋向，再到探索整合传统文化与现

代理念的政治发展道路新模式的转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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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亚男：《土耳其之路： “伊斯兰化”还是多元化？》， 《世界知识》，２０１７年第２２期，第３９
页。

李艳枝：《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反思与启示》，《西亚非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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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凯末尔确立了 “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领导土耳其走上全

盘西化道路。他认为文明只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文明，而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东

西。① 因此，他强力推动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的西方化，而且还在思想、教

育、文化以及习俗等方面铲除奥斯曼历史和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

切断土耳其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凯末尔及其追随者力图通过西化和世

俗化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同时，由于秉持 “国内安宁、世界和平”的国际

秩序观，冷战爆发前土耳其在国际上基本呈现被孤立态势。直到冷战爆发，

土耳其迫于苏联的安全压力，在１９５２年才选择加入北约，与西方建立起长

期的制度性联系，后又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盟），渴望融入欧洲一

体化进程，以获得 “西方文明圈”的身份。

土耳其的西方化道路充满坎坷。就国家内部而言，凯末尔威权之下的全

盘西化改革在空间上造成内陆与沿海、城市与农村的分化，在阶层上造成国

家精英与普通民众的疏离，客观上导致国家出现 “认同撕裂”。随着 “民族

秩序运动”的兴起，西化政策更遭遇强劲挑战。该运动对土耳其国内的西方

化历史进行根本性批判，要求建立民族秩序，实现从传统的亲西方立场向伊

斯兰世界的转向。② 从外部环境来说，土耳其的西方化战略本质上是一种追

随与搭车战略，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则将土耳其作为地缘安全屏障而加以利

用，其价值随国际环境变化而变化，并始终以 “他者”身份而存在。鉴于

此，自厄扎尔时代以来，土耳其便试图弥合国内有关东方与西方认同之间的

分歧，寻求改变对西方的依附并建立平等合作机制，再度建立与中东地区国

家之间的联系，执行东西方并重的外交政策。

长期以来，土耳其的西方化有两大目标———使民众相信土耳其是欧洲的

一部分，说服西方舆论认同西方人和土耳其人享有同样文化。③ 然而，现实

情况是部分土耳其人建构了西方认同，而西方却始终将土耳其作为文化异类

来看待。埃尔多安执政伊始曾延续先前的 “向西看”政策，积极按照欧盟标

准进行改革，然而却在 “入盟”问题上屡屡碰壁。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

国家在地区问题上的利益分歧日趋显现，加之国内伊斯兰主义势力上升，致

使土耳其重拾自身的历史与地理遗产，修正文明归属。土耳其谋求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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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３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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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话语表述由 “加入当代 （欧洲）文明”转向 “（奥斯曼与欧洲）文明

的联盟”。①

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的 “战略纵深”主义是助推土耳其做出战略调整

的理论指导。他认为，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利益不能局限于现有国家边界范

围，而应该在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等周边地区发挥积极作用，争取

成为区域中心国家，保持对东西方外交的平衡，实施多维度、多样化的外交

政策。② 受此影响，土耳其深度介入周边地区事务，希望实现其在中东地区、

伊斯兰世界、突厥语国家这三个层面的领导者身份，进而借助中东变局实现

地区体系的重构。③ 就内政和外交的关系而言，土耳其试图通过外交政策
“由西向东”的调整影响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尤其是迎合保守穆斯林群体

的需求来巩固执政基础。

可见，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重新调整了土耳其的东西方身份认同，校

正了对外战略方向定位。然而，土耳其不仅未能摆脱非东非西、亦东亦西的

身份政治困境，反而陷入 “光荣孤立”的境地。一方面，土耳其与西方关系

龃龉不断，入盟进程近乎停滞。欧美对土耳其内政的指责和干扰引发土耳其

强烈不满，双方就库尔德问题以及２０１６年未遂军事政变相互攻讦，西方甚

至因Ｓ－４００防空导弹和人权问题对土进行制裁，而埃尔多安也曾对美英等西

方十国外交官发出驱逐威胁，凸显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的巨大张力。另一方

面，土耳其复归东方也遭遇挑战。围绕穆斯林兄弟会所展开的博弈激化了其

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的矛盾，以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与以色列陷入僵

局，都是土耳其东方外交受挫的体现。虽然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的关系取

得一定进展，但彼此缺乏历史互信基础、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现实决定了这

些相互关系的脆弱性。土耳其大力推动突厥语国家间合作的收效也十分有

限。囿于身份政治的纠结，未来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仍将维持既合作又斗争的

总体格局，同时探寻发展与东方的关系，在东西方之间总体上呈现矛盾性、

摇摆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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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张峻溯：《偏离 “欧洲化”：身份管理策略视角下的土耳其外交转型》，《欧洲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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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国家层面：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

现代民族国家在超越民族、宗教等原生性纽带的基础上，通过领土、中

央权威和政治法律规范等政治纽带，实现基于国家认同的民族国家建构。①

然而，在许多中东国家，次国家的族裔、宗教、教派等族群组织，或在教俗

关系上反对现行政权的世俗化体制，或在合法性问题上挑战现行民族主义政

权，或通过族裔冲突威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或在对外关系上制造与其他国

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异常脆弱。② 土耳其国民以伊

斯兰教逊尼派信众为主，还包括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少数族裔

以及伊斯兰教阿拉维派等少数教派群体。族裔、教派认同与土耳其国家认同

之间存在张力，是长期困扰土耳其政治的难题，对其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形

成巨大挑战，其中尤以库尔德人问题为最。③

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问题肇始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上，库尔德人长

期分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北部地区，内部社

会结构由松散的部落构成。作为边境民族，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内享有半

自治地位，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宗教认同以及帝国认同将奥斯曼土耳其人与

库尔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效忠于哈里发—苏丹。然而伴随帝国的衰落

和西方民族主义的冲击，自苏丹塞利姆三世以来，奥斯曼帝国逐渐加强中央

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库尔德部落的权力，引发库尔德人的抵制和反抗以及民

族意识的萌芽。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２４年的土耳其宪法明确规定其民族国家属性，

除土耳其民族以外不承认任何民族。④ 换言之，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少数族

裔群体 “被迫”成为土耳其人。土耳其政府将库尔德人描绘成 “过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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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
３４页。

刘中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分析》，
《国际观察》，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６２页。

受篇幅所限，关于土耳其身份政治的次国家层面，本文主要以库尔德问题为案例加以探讨。
库尔德民族人口总数约３０００万，是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库尔
德人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奥斯曼帝国东部边境民族而存在，在现代则主要分布于土耳其、叙利亚、伊拉
克、伊朗四国，其中在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数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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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缘的”群体，而自身是 “进步、现代和中心的”群体，这种政治话语是

对库尔德人的贬低和排斥，导致库尔德人身份的他者化。① 而哈里发制度的

废除更导致库尔德人长期维系身份的宗教认同坍塌，直接割裂了库尔德人与

国家政治中心相联结的宗教纽带。

土耳其在国家建构中对库尔德人族裔身份和自治权利的选择性忽视，导

致库尔德问题集中爆发。１９２５年，库尔德部落首领谢赫·赛义德发动起义，

揭开库尔德人武装反抗政府的序幕。在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８年间，土耳其境内共

发生１６次库尔德人反政府叛乱事件，② 其中 “德西姆叛乱”造成１３８００人死

亡，更堪称当代土耳其的 “最悲惨事件”。③ 针对这一局面，土耳其政府并未

寻求通过民族和解、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反而加速实施

同化政策，军事打击和高压管控并举。尽管库尔德人反叛运动得到遏制，但

其族裔身份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库尔德族裔认同演化为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身份政

治运动。为获取库尔德人的选票，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均向库尔德部落发出

示好信号。民主政治进一步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意识，要求其族裔身

份和权利得到承认。１９７８年，阿卜杜拉·奥贾兰领导成立库尔德工人党，主

张以暴力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实现 “革命性”转变，强调 “斗争的最可靠手

段建立在广泛的暴力基础之上”。④ 库尔德工人党采用游击战争和恐怖袭击的

方式向土耳其政府发难，成为 “２０世纪土耳其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⑤ 在冷

战后国际环境骤变的压力之下，土耳其政府不得不调整国家政策。厄扎尔总

统于１９９１年宣布废除对库尔德语的禁令，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理同年在迪

亚巴克尔发表演讲，成为第一个承认土耳其存在库尔德人的政治家。⑥ 这些

变化促使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逐渐从 “民族解放”转向政治参与和人权斗争。

在新的形势下，正发党将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和穆斯林兄弟情谊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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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员和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以获得库尔德社会保守派和伊斯兰主义

者的支持。① 在申请加入欧盟进程中，正发党政府根据欧盟人权标准减少了

对使用库尔德语的限制、允许开放库尔德语广播，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权利

得到部分保障和增强。然而不幸的是，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再度激化了库尔德

问题，沉寂多年的库尔德工人党借势恢复暴力袭击活动，给土耳其带来严重

的安全威胁，同时造成美土两国的利益分歧。为了推动和解，埃尔多安宣布

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表示要以更多的民主、平等公民权和更多福利推动

问题解决。② 正发党政府强调推动经济发展是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重要途径，

并在２００８年宣布投资３２０亿美元推进 “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以此带动库

尔德地区的经济发展。③２００９年，正发党政府公布 “库尔德开放倡议”，对库

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权利等做出了一些保障性规

定。④ 不过该倡议缺乏实质性意义，仅仅是一些无法付诸实施的抽象内容。

自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周边环境急剧恶化，国内暴恐活动增

加。正发党政府随即开启与库工党的 “奥斯陆和谈”以及 “伊姆拉勒和平进

程”，但是双方在库尔德人身份诉求及自治权利等关键问题上分歧巨大，始

终难以达成一致。在２０１５年６月的选举中，拥有库尔德背景的人民民主党

异军突起，在土耳其获得约１３％的选票，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地区获得约

７０％的选票，构成了对正发党的政治威胁，旋即遭到排斥与打压。

在叙利亚危机和打击 “伊斯兰国”过程中，土耳其对周边国家迅速崛起

的库尔德力量采取严厉行动，特别是对叙利亚的亲库尔德政党 “民主联盟

党”及其军事组织 “人民保护部队”、“叙利亚民主军”进行坚决打击，将其

定性为 “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同时还多次越境进入伊拉克打击库尔德力量。

这些举措令土耳其国内部分库尔德群体强烈不满，在国际上则导致土耳其与

叙利亚、伊拉克、美国、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等国家分歧加大。有学者分析指

出，这场危机不仅表明安卡拉无视土耳其库尔德人对其在叙利亚库尔德同胞

的关切，而且标志着正义与发展党永远无法在国内和地区制定全面解决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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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问题的政策。①２０１６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加强了中央集权，加之

正发党选择与极右翼的民族行动党联盟，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

库尔德人及其政党的生存空间和身份政治运动再遭挤压。同时，土耳其与西

方关系恶化，在库尔德问题上推动民族和解的外部动力和约束机制减弱，陷

入政治和解停滞与暴力冲突相交织的困境，短期内解决问题的希望更加

渺茫。

综合来看，土耳其试图以国家民族主义对库尔德人的宗教和民族认同进

行强制性、同质性整合，这一企图消除库尔德族裔身份的做法引起库尔德人

的强烈不满，促使库尔德人奋起反抗。从表达族裔身份过渡到民族主义政治

运动，库尔德族裔政治对土耳其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冲

击了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库尔德族裔政治和民族运动的跨国性，

还使其成为土耳其与诸多邻国交恶的重要原因，以及与西方围绕人权、入

盟、反恐等问题龃龉的关键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最大 “少数民族”的

库尔德人也代表着土耳其境内各少数群体的处境，其争取身份和权利的斗争

体现了土耳其各少数族裔寻求承认以及保护族裔、宗教多样性的权利要求。

有学者就此指出： “土耳其在冷战后的身份冲突变得更加明显，许多土耳其

人和其他民族，包括库尔德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车臣人，开始

认识到他们在共和国之外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共性。”② 应对次国家层面各族

裔群体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的张力，土耳其政府需要改变以往强制

性、同质化的民族整合政策，真正找到实现民族和解、维护国家统一的合理

路径。

结　　论

土耳其的身份政治矛盾发轫于奥斯曼帝国末期，当时泛奥斯曼主义、泛

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土耳其主义等政治思潮此起彼伏，反映了帝国晚

期帝国认同、宗教认同、种族认同、民族认同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此后，

土耳其民族主义所确立的民族认同尽管成为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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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但始终受到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超国家认同

的掣肘和羁绊。伴随奥斯曼帝国覆灭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特别是苏丹制度

和哈里发制度的废除，世俗化、西方化的共和国成为土耳其现代化的追求，

但却始终存在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间的深刻矛盾，制约和影响土耳其的

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伴随土耳其以国家民族主义打造同质化、单一化的国

家认同，否定少数族裔和教派群体的多元身份，又造成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

的矛盾，导致以库尔德民族运动为代表的族裔身份政治兴起，并呈现为激进

暴力政治和非暴力民主政治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对土耳其的国家认同、国

家统一、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多层次的身份政治相互交织、相互竞争，

使土耳其面临深刻的身份困境，对其内政外交构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超国家层次来看，帝国认同、泛民族认同、泛宗教认同在民族

国家时代已经缺乏合法性基础，泛民族主义虽目标远大却不切实际，并在思

想和实践上使土耳其陷入矛盾冲突之中。历史已经证明，各种泛民族主义都

无法拯救奥斯曼帝国的消亡。土耳其作为帝国的继承者，自然无法割断超国

家认同，将其作为文化要素融入土耳其的国家认同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受

特殊内外环境影响，无法摆脱泛民族主义超国家认同的迷思和幻象，并以此

对内进行政治动员、对外谋求国家利益，衍生不切实际的政治抱负和地缘政

治诉求，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则会侵蚀民族国家建设的根基，损害国家认

同，使对外政策趋于偏激、陷入困境。

其次，从国家层次来看，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成为土耳其始

终未能妥善解决的难题。凯末尔主义的激进改革造成 “传统”与 “现代”的

脱节和割裂，先是以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和改革追求世俗化，但在民主化启动

后又逐步释放宗教认同，通过渗透政党政治并几经分化，发展为正发党以
“保守民主”为内涵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土耳其历经百年 “脱亚入欧”的西

方化进程，但在融入西方特别是入盟失败后又刺激其东方身份的勃兴，并在

复归中东、伊斯兰世界后陷入与东西方关系双重紧张的 “光荣孤立”。土耳

其在加入欧盟 （西方）与复归东方问题上的身份政治矛盾，本质上反映了正

义与发展党融合保守自由主义和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特点，其仍把西

化作为土耳其的战略选择，但却同时遭到传统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

的双重反对。① 对标土耳其民族主义，正义发展党不再是传统的凯末尔主义

式的民族主义，而对标伊斯兰主义，正义发展党的伊斯兰也不是纯正的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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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兰，而是依附于西方的伊斯兰。

再次，从次国家层次来看，国家认同与族裔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既使

土耳其难以摆脱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的矛盾，面临国家统一与民族分离的长

期斗争，同时深刻影响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土耳其以库尔德人问

题为代表的族裔政治问题肇始于凯末尔改革时期，自上而下的同质化、强制

化国民身份建构忽视了各少数族裔的身份和权利诉求。随着土耳其的民主化

进程，各少数族裔争取承认和自身权益的斗争不断高涨，掣肘土耳其的政党

政治，甚至衍生以民族分离为目标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严重威

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处理各少数族裔的身份和权益，也成为土耳其

与欧洲和西方关系的核心分歧，并延伸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

自２０２２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利用其 “多元身份”在俄罗斯、

乌克兰、美国、北约、欧盟之间纵横捭阖，其外交表现令外界刮目相看。诚

然，通过诸如斡旋俄乌和谈、促成恢复俄乌粮食出口的 “黑海粮食倡议”，

土耳其得以提升国际地位，其谨慎平衡的外交策略也最大限度维护了国家利

益。不过，“多元身份”带来的困境与挑战仍不容小视。俄乌冲突一方面加

剧了土耳其对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依赖，另一方面土耳其又迫切需要维护与俄

罗斯的利益关系，其实质仍是在东西方之间寻找平衡。同时，土耳其以芬

兰、瑞典支持库尔德 “恐怖组织”为由杯葛两国加入北约，要挟北约和美国

满足它在库尔德问题上的要求，也足见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影响

之深。冷战结束、 “阿拉伯之春”等重大变故看似曾为土耳其推行泛伊斯兰

主义、泛突厥主义、 “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提供了历史机遇，但事实证明，

土耳其基于身份政治的内外政策并不顺利，甚至遭遇严重危机和重大挫折。

从这种意义上说，俄乌冲突在近期给土耳其带来了一些机遇，但从长远的角

度看则更多意味着挑战和压力，这是即将迎来建国百年的土耳其应该铭记的

历史警示。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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